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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增速与结构优化提出了新要求，也为缓解能源压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契
机。本文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核算了 1991—2013 年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结合“新常态”经济特征，预测了化
石能源生态足迹的变化轨迹并对代际间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进行了责任划分。结果显示，在放缓经济增速和约
束能源下，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存在增速降低甚至总额下行的可能，预期在 2032 年左右能够达到峰值，与
中国承诺 CO2 峰值的时间接近。靠前代际负更多责任的分配方式更符合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不仅可以减轻后代人
的补偿压力，同时也可以兼顾到当代人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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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lculation of Ecological Value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pensation of
Fossil Energy in the Chinese“New Normal”Economy
Sun Chuanwang ＆ Zhu Xiting
Abstract:The“New Normal”economy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easing energy pressure and impro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s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this paper accounts the ecological value compensation of fossil energy in China from 1991 to 2013，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New Normal”economy，predicts the trajectory of the fossil energy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distribut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ecological value compensation of fossil energy．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under the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nstraints in energy structure，it is possible that the growth and
total amount of ecological value compensation of fossil energy would be reduced，and the total amount reach the peak near
2032，which is close to peak time of carbon dioxide committed by China． The distribution mode of former generation taking
more responsibility accords mor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which can not only ease the pressure on
the compensation of future generations，but also take account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energ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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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资
源耗竭与环境恶化不仅减少当代人的福利，也影响
到后代人的幸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消耗和高
排放的发展方式带来了资源的快速消耗与环境的不
断恶化，对生态文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党的《十
八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
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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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强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
部署中的地位。
生态资源代际公平保障机制的建立，关系到短
期与长期能源利用规划的合理性，有利于均衡地分
配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要素资源，对于社会发展
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代际内和
代际间平衡社会资源的利用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
部分研究集中于折现率的选择，认为折现率的选择
对于资源利用与环境评估有着重要影响。也有部分
研究讨论了代际公平对于制定气候政策与治理污染
政策的必要性［1］。这些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生
态补偿的标准以及政府的补贴方案进行了测算。如
李云驹等(2011)［2］采用生态补偿效率来衡量生态
补偿可行性。伏润民和缪小林(2015)［3］基于能值
模型测算了生态外溢价值，构建了生态功能区财政
转移支付资金补偿体系。Wei 和 Xia(2012)［4］基于
生态足迹理论计算了对于大型水利工程造成的移民
损失所需要的生态补偿。本文基于生态足迹理论，
运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核算中国化石能源的生态
价值。生态足迹作为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工
具，为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状态提供定
量测度的标准［5］。根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 2012》，
中国是世界上生态足迹总量最大的国家，其中，化石
能源足迹①是中国生态足迹中增长最快的部分②，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已经开始出现生态赤字。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环境承载能力
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作为中国经济未来运行趋势的重大战略判断，
“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将具有“经济增速换档期、结
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
阶段性特征。经济增长正在由依赖资源开发、要素
消耗向依靠技术革新、效率提高转变。2014 年能源
消费增速同比下降 1. 5%，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
的比重进一步降低。“新常态”下的发展方式将为
改善环境质量、缓解生态恶化、提高生态系统活力提
供良好的战略机遇。同时，2014 年 11 月中美两国
政府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至 2030
年左右中国 CO2 排放将达到峰值，意味着传统增长
路径将有可能在 2030 年左右出现拐点。《中美气候
变化联合声明》不仅明确了 CO2 减排任务与化石能
源消费目标，同时也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施加了有
力约束。因此，一方面面对资源环境压力与碳排放
峰值限制，另一方面面对“新常态”发展方式转变的
历史机遇，尽早研究并合理核算化石能源生态价值
与代际补偿，推动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经成为
当前发展阶段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本文将重点围
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核算 1991—2013 年中国
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总量，分析影响化石能源
生态价值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二，基于经济“新常
态”的运行规律，对未来的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进行
预测，并探讨能否同 CO2 排放量一样在 2030 年左
右达到峰值。第三，依照代际补偿的公平原则，采
用代际间平均责任、前代负更多责任和后代负更多
责任的分配方式，划分代际间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
偿的责任。
二、研究方法
(一)化石能源足迹模型
Wackernagel和 William(1996)［6］提出的生态足
迹模型只考虑了森林的碳吸收能力，而本文采用改
进的化石能源生态足迹模型，同时考虑了森林与草
地的碳吸收能力以核算化石能源的生态足迹和生态
承载力，进而计算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
根据改进的化石能源生态足迹模型，化石能源
的生态足迹可以表示为:
EF = ∑
3
i = 1
EFi = ∑
3
i
(EFfi + EFgi)
= ∑
3
i
(
Ci × Hi × Di × Sf
NEPf
+
Ci × Hi × Di × Sg
NEPg
)(1)
化石能源的生态承载力则可以表示为:
EC = N × ec = N ×∑
2
j = 1
(αj × bi × ri) (2)
同时，化石能源生态赤字(盈余)等于化石能源
生态承载力与化石能源生态足迹之差。
EP = EC － EF (3)
从而，可以核算出化石能源的生态价值补偿量:
QEC = EP ×∑
2
j = 1
(
ESj
Aj
)× Ｒ (4)
化石能源生态足迹模型的各变量及含义如表 1
所示。
①
②
化石能源足迹即碳足迹，由消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
能源燃烧排放的 CO2 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面积构成。
2008年，碳足迹占中国生态足迹的 54%，自 1961 年以来增
加了 15 亿全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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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石能源生态足迹模型的各变量及含义
变量 含义 变量 含义
EF 化石能源的生态足迹
总量
EFi 某一化石能源的生态足迹
EFfi
某一化石能源归于森
林的生态足迹
EFgi
某一化石能源归于草地的
生态足迹
Ci
某一化石能源的消
费量
Hi
某一化石能源的燃烧热值
系数
Di
某一化石能源碳排放
系数
Sf 森林吸收碳的份额
Sg 草地吸收碳的份额 NEPf 森林的平均碳吸收能力
NEPg
草地的平均碳吸收
能力
EC 化石能源的生态承载力
N 人口总量 ec
人均化石能源的生态承
载力
αj 人均森林或草地面积 bi 森林或草地的产量因子①
ri
森林或草地的均衡
因子②
EP 化石能源生态赤字
QEC 化石能源生态补偿价
值总量
ESj
森林或草地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
Aj
经产量因子调整后的
森林及草地的面积
ESj
Aj
森林或草地单位生态系统
的服务价值
Ｒ 生态补偿系数
其中，能源消费与人口数量数据来自历年《中
国统计年鉴》，热值系数和碳排放系数均取自《2006
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7］;土地利用数据
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产量因子数据来源于刘某承
等(2010)［8］提出的基于初级生产力测算的中国生
态足迹的产量因子，即森林为 0. 86、草地为 0. 51;均
衡因子②，采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Living
Planet Ｒeport 2006》中提出的森林 1. 34、草地 0. 49;
生态补偿系数参考李芬等(2010)［9］的计算方法。
(二)化石能源生态足迹变化趋势估计
本文把人均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简称，人均能
源足迹)作为生态环境指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和修正的 STIＲPAT 模型探讨人均能源足迹的变
化趋势，并验证能源足迹随着未来经济增长是否比
较稳定地呈现出倒 U型曲线特征，在未来某个时点
出现拐点。之后，借此预测结果进一步分析并核算
生态价值的代际补偿问题。
1. 能源足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国
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通过中国数据
得到验证。同时有学者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简称 EKC)应用于生态
足迹的分析中［10］。但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仅仅考
虑了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增长的反映，在讨论中往往
忽视了产业结构与要素弹性等因素在不同经济增长
阶段可能出现的动态变化。因此 EKC 很难准确捕
捉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特征，曲线峰值出现时
点会受到历史数据所处时间区间的选择影响，EKC
拐点的位置会比较敏感［11］。本文采用人均 GDP 作
为解释变量的二次形式，检验人均收入与人均能源
足迹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人均能源足迹峰值出现时
人均 GDP 所处的状态，以验证拐点可能出现的
时点。
本文采用的 EKC模型表示为:
Lef = α + β1LPY + β2L
2PY (5)
其中，ef 表示人均能源足迹;PY 表示人均
GDP。分别对各变量取对数得到 Lef和 LPY。其中，
人均 GDP换算为 2000 年不变价，数据来自历年《中
国统计年鉴》，人均能源足迹数据由式(1)核算。
2. 化石能源足迹的 STIＲPAT模型。
STIＲPAT模型常应用于分析人口、富裕水平、城
市化水平、收入等驱动因素对城市生态足迹、水足迹
等的影响。由于常规的 STIＲPAT 模型中未包括工
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对生态环境指标的影响，
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对常规的
STIＲPAT模型进行修正，研究不同的因素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本文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特
征，在 STIＲPAT 模型中纳入工业能源强度、一次能
源消费结构以及工业结构因素，考虑其对人均能源
足迹的影响。修正后的模型可以用式(6)表示:
lneft = α + β1lnPYt + β2lnIt + β3lnSt + β4lnMt + et (6)
其中，I表示工业能源强度③;S 表示一次能源
消费结构，用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的比例表示;
M表示工业结构，用重工业产值在 GDP中所占的比
例表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
(三)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核算方法
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分配方式对能源环境中长
期规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将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
①
②
③
产量因子，等于一个地区某类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
全球平均生产力之比。
均衡因子，等于某类土地利用的最大潜在生产力与地球上
所有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人均生态承载力之比。
以每产生万元工业增加值所消耗的能源表示。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是反应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状况的主要指标。本文的
单位能耗是以 2000 年为基准年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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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发展消耗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使得后
代可利用的资源存量不断减少;但另一方面，当代人
在利用资源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也将所消耗
的一部分资源以科学研究、技术进步等资本积累的
形式延续给后代人。同时，现实的情况是后代人无
法参与当代人的决策，只能被迫接受当代人的分配
结果，如果当代人的决策过程没有把后代的生态价
值总量考虑在内，那么对后代人无疑是缺乏公平的。
因此，在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的代际责任划分机
制中，除了考虑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外，还应综合考虑
代际资源利用的公平性。本文采用的代际补偿机制
主要依据各代际间责任均等、前代负更多责任和后
代负更多责任等三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1. 各代际间责任均等。
如果当代人与后代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荷相
同，即各代际间对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的分配是均匀
的，而且具有相同的自然资源补偿能力以及稳定的
经济承受能力，那么各代际间对化石能源生态价值
承担相同的补偿份额。各代际间责任均等的分配方
式可以表示为式(7)，即在总生态价值的核算条件
下，各代间均等分担补偿责任:
Ca =
Cg
Y (7)
其中，Ca 表示年平均补偿额，Cg 表示年限内补
偿总额，Y表示补偿年限。
2. 前代负有更多责任。
随着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后代面临的生态状
况将愈加恶劣，所以前代人将有义务为化石能源消
耗承担更多的生态价值补偿。同时，资源的耗竭对
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产生的不良后果具有不确定性，
尽早进行生态补偿作为一种相对谨慎的做法对于资
源环境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但这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能源成本，导致对能源技术革新投资
的不足，影响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前代负有更多
责任的生态补偿分配原则可对应加速的代际补偿分
配方式，主要方法有加速年数总和法(式(8))和 n
倍余额递减法(式(9))等。
Cy = α × Ct =
Ct × YI
(1 + 2 + 3 +···+ Yt)
(8)
式(8)中，Cy 表示某一年的补偿值，Ct 表示年
限内补偿总额，YI 表示剩余补偿年限，Yt 表示总补
偿年数。α表示一组递减的系数，当补偿价值全部分
摊结束时，其补偿率的总和应为 1。假设要在 5 年
内补偿总额 a，则各年的补偿率分别为(5a)/15，
(4a)/15，(3a)/15，(2a)/15，a /15。
Cy = (Ct － Co)× (
n
Yt
)
t
(9)
式(9)中，Co表示前一年补偿额，n表示余额倍
数，t从 1 到 Yt 。
3. 后代负有更多责任。
前代人在耗用资源的同时，对能源利用技术的
改革、清洁能源的开发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后
代人的生活水平和利用资源的效率，减少了对资源
的浪费。与前代人负有更多责任的责任分配方式相
反，后代负有更多责任的补偿机制偏向于让后代人
对当代人的能源消耗进行补偿，即减轻当代人的补
偿义务，以期促进效率提高。后代负有更多责任可
以采用减速法分配生态补偿价值。采用减速年数总
和法(式(10))和 n倍余额递减法(式(11))。
Cy = α × Ct =
Ct × YI
(Yt + Yt－1···+ 2 + 1)
(10)
减速年数总和法将加速法的分配结果倒序排列
后再求终值，即得到对应的减速法的分配方式。
Cy = (Ct － Co)× (
n
Yt
)
t＇
(11)
n倍余额递减法中，t＇从 Yt 到 1。
三、中国化石能源生态足迹与生态
价值分析
(一)1991—2013 年中国化石能源生态足迹
图 1 显示了中国化石能源生态足迹变化的趋
势，可以看出，中国化石能源生态足迹总量在
1991—2013 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 1991—
1996 年和 2003—2008 年两个阶段增长趋势尤其显
著。特别是 2003—2008 年，化石能源生态足迹快速
上升，这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发
展的阶段特征有较强的关系。2002 之后，中国工业
化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增长对化石能源的
需求也迅速增加。这一快速上升趋势，直到 2009 年
在“十一五”能源强度约束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
响下，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放缓。从图 1 还可以看出，
尽管石油和天然气的化石能源生态足迹所占比重较
小，但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煤炭在化石能源
生态足迹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且增长速度较石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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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更快。这说明了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正在积极
的能源政策约束下逐步调整，但是中国目前以煤为
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仍然没有改变。
图 1 1991—2013 年中国化石能源生态
足迹变化趋势图
(二)1991—2013 年中国化石能源生态补偿
价值
经过进一步核算，能够得到中国 1991—2013 年
的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1991—2013 年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及
占当年 GDP的比例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化石能源生态
赤字持续扩大。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化石能源生态
价值补偿在近 20 年的时间内增长了约 4 倍。同时，
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占当年 GDP 的比重一直在
1 ～ 2%之间波动，1993 年与 2007 年左右比重较大，
而 1998 年与 2011 年的比重较小。可以看出，这一
比重的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一定相
关性。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增
长和能源需求增长双双趋缓，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
偿占 GDP的比重保持在 1%左右的低位区间。随着
中国加入WTO与全球经济的复苏，从 2002 年开始，
中国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大幅度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
度，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占 GDP的比重也随之处
在 1. 5 ～ 2%的高位区间。但是受 2008 年全球金融
危机影响，以及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化
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占当年 GDP的比重从 2008 年
后又呈现下降走势。从中央财政 2012 年安排的生
态补偿资金总额可以看出，当年 780 亿元的实际补
偿量与图 2 核算的 4000 亿元生态补偿额相比，还存
在较大的缺口。这表明，虽然国家已经开始全面重
视并加快执行生态价值补偿，但未来仍应扩大生态
补偿范围，加大生态补偿投入力度。
四、人均能源足迹的曲线拟合与因
素分析
(一)人均能源足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根据式(5)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计算，
1991—2013 年中国人均能源足迹与人均收入的关
系如式(12)所示:
Lef = 7．0683 － 2．3548LPY + 0．1605(LPY)2 + ε (12)
(1. 81) (－ 2. 77) (3. 47)
由式(12)的结果来看，括号内的 t 值表明各项
系数均显著。而人均收入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
项系数为正，说明基于 1991—2013 年的数据区间，
模拟得到的中国人均能源足迹 EKC 曲线并不具有
倒 U型的曲线特征，也不存在峰值或者拐点。考虑
到中国在 2002 年前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特征存在
较大区别，经济增长与生态价值补偿之间的关系也
可能出现阶段性的转变，因此估算得到的 EKC 曲线
的形态与拐点位置对于数据区间的选择可能比较敏
感。为了进一步检验 EKC 曲线的稳定性与人均能
源足迹拐点的存在性，本文进一步将 2002 年作为一
个重要时点，分前后不同时间段重新进行 EKC 曲线
的拟合。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时间区间下 EKC曲线系数和
拐点人均 GDP水平
时间段 β1 t值 β2 t值
拐点人均
GDP(元)
1991—2001 4. 1717* 3. 3 － 0. 2277* 3. 1 9513. 99
2001—2013 10. 9754＊＊＊ 6. 85 － 0. 5337＊＊＊ 6. 4 29212. 98
2002—2013 11. 1268＊＊＊ 5. 48 － 0. 5415＊＊＊ 5. 14 28971. 09
2003—2013 8. 1747＊＊ 4. 11 － 0. 3904＊＊ 3. 8 35229. 76
注:＊＊＊、＊＊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2 表明，以 2002 年作为分界，各个时间段的
人均能源足迹 EKC曲线的二次系数均显著为负，即
不同时段的 EKC 曲线都将呈现出倒 U 型的特征。
这表明 EKC曲线的形态的确对时间区间的选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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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敏感［12］，也验证了 2002 年前后经济增长与生态
足迹之间的关系的确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进
一步分析不同时段 EKC曲线的拐点，可以发现不同
EKC曲线拐点出现时的人均收入不尽相同。以
1991—2001 年拟合的 EKC 曲线峰值出现在人均
GDP为 9513. 99 元时，这一拐点大致对应的时间为
2002—2003 年左右。而在 2001—2013 年，2002—
2013 年以及 2003—2013 年时间段拟合得到的 EKC
曲线拐点分别出现在人均 GDP 为 29212. 98 元，
28971. 09 元或 35229. 76 元时，相对应的峰值将可
能出现在 2015—2020 年之间①。
考虑到人均能源足迹的 EKC 曲线受不同经济
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影响，且拐点时的人均 GDP大小
对时间段起始点的选择也较为敏感。因此，采用
EKC模型拟合人均能源足迹曲线可能缺乏一个较
为可靠且有说服力的理论峰值［12］，拐点出现的时刻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发生明显变化。目前中国
经济发展经历着“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增长
速度、产业结构等方面都与改革开放头 30 年有着较
大的改变，人均能源足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仅考
虑了人均收入，并未对其他阶段性特征进行描述。
因此，为了进一步地考虑到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工
业比重、环境约束等因素对人均能源足迹的影响，本
文继续采用修正的 STIＲPAT 模型拟合人均能源足
迹的变化趋势。
(二)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的 STIＲPAT模型
根据式(12)修正的 STIＲPAT 模型，Johansen 协
整检验表明中国的化石能源生态足迹存在协整关
系。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标准化协整向量系数
均拒绝了零假设，因此建立相应的协整方程:
lnef = － 11． 5718 + 0． 8764lnPY + 0． 6033lnI
+ 0． 2746lnS + 0． 1931lnM + ε (13)
修正的 STIＲPAT 模型说明 1991—2013 年中国
能源生态足迹与人均 GDP、工业能源强度、重工业
比例和煤炭比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人均
GDP 与人均能源足迹的弹性为 0. 8764，表明人均
GDP变化 1%，将带来人均能源足迹变动 0. 8764%，
它是引起人均能源足迹变化的最重要变量。其次是
工业能源强度，弹性为 0. 6033，说明降低工业能源
强度有助于减缓人均能源足迹的增长。煤炭在一次
能源中占比和重工业比重对人均能源足迹的弹性分
别为 0. 2746 和 0. 1931，可以看出能源消费结构中
煤炭比重下降以及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降低，都
将显著地影响人均能源足迹。
五、“新常态”下化石能源生态足迹
的预测
修正的 STIＲPAT模型检验了人均收入、能源强
度、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重工业比重对人
均能源足迹存在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经济增长速度、能源消费
结构、工业产业结构等各方面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
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
能源需求可能呈现的新特征，在有、无能源规划约束
的条件下分别设定高速、中速和低速三条经济增长
路径，进一步测算中国人均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的变
化趋势并探讨在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左右②是否存
在峰值或拐点［13］。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最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
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同时经济结构与宏观政策也
将不断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5 年初预测
未来 10 年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上平均在 6. 2%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预测 2015 年和 2016 年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为 6. 8%和 6. 3%。本文参考
了邓忠奇和徐佳宾(2015)［14］的预测，并依据其他发
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轨迹，选取高速、中速、低速
三种增长方案对人均 GDP进行设定，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5—2050 年人均 GDP增长率预测 (%)
2015—2020 2021—2030 2031—2040 2041—2050
高速增长 7. 2 6. 4 5. 4 4. 4
中速增长 6 5. 2 4. 2 3. 2
低速增长 5. 2 4. 5 3. 5 2. 5
对未来能源消费结构的设定分为两种情形:一
是无规划约束的能源结构分析预测;二是以大力发
展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性能源，降低煤炭的消费
比重为规划约束的预测。国务院《能源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2014—2020 年)》指出，到 2020 年，一次能
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8 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在 42 亿吨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达到 15%，天然气比重达到 10%以上，煤炭消
①
②
2013 年人均 GDP(2000 年不变价)为 25364． 11 元。
《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指出，力争通过 3 个 10 年的努
力，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
制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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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比重控制在 62%以内。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2014 年国
际能源署(IEA)发布的年度中期天然气市场报告，
预计到 2019 年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将达 3150 亿立方
米，比 2013 年增加 90%。本文结合中国能源规划
以及马尔科夫概率分析法建立随机时序模型，对一
次能源结构进行设定，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国 2020—2050 年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预测
(%)
无能源规划目标约束 有能源规划目标约束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水核风电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水核风电
2020 64. 8 17. 3 7. 3 10. 6 62. 0 13. 0 10. 0 15. 0
2030 63. 9 16. 7 8. 3 11. 1 51. 8 13. 6 14. 6 20. 0
2040 62. 7 15. 9 9. 5 11. 9 44. 3 12. 6 18. 4 24. 7
2050 61. 5 14. 8 10. 3 13. 4 37. 8 12. 1 21. 3 28. 4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
化。随着能源利用技术的进步与重工业比重的下
降，效率的提升使得工业能源强度不断降低。但考
虑到节能潜力的不断释放，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能源强度提升的空间会逐渐缩小，假设工业能源强
度 2015—2020 年年均下降为 3. 3%，2021—2030 年
为 2. 8%，2031—2040 年为 2. 3%，2041—2050 年为
1. 5%。重工业比重年均下降 2015—2020 年为
67. 5%，2021 － 2030 年为 58. 4%，2031—2040 年为
44. 8%，2041 － 2050 年为 28%。
根据对“新常态”人均能源足迹的 4 个主要影
响因素的情景设定，本文分别从经济的低速、中速和
高速三种发展路径，以及无能源规划约束和有能源
规划约束的两种能源结构，预测了六种情景下人均
能源足迹的变化趋势，并估计了人均能源足迹达到
峰值时的人均 GDP水平与拐点出现的大致年份，结
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情景下人均能源足迹的峰值结果
情景设定 峰值出现时间(年)
峰值对应人均
GDP(元)
情景 1 低速、无能源约束 2036—2037 70626. 91
情景 2 低速、有能源约束 2032—2033 63701. 49
情景 3 中速、无能源约束 2040—2041 95604. 65
情景 4 中速、有能源约束 2038—2039 92193. 49
情景 5 高速、无能源约束 2048—2049 182020. 86
情景 6 高速、有能源约束 2045—2046 167804. 15
注:峰值对应人均 GDP(亿元)是以 2000 年为不变价计算得到。
从表 5 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不同的经
济增长速度下人均能源足迹峰值到来的时间不同，
低速增长情形下人均能源足迹峰值大致在 2032—
2037 年左右到来，而高速情形下的峰值出现年份则
要在 2045 年之后，二者相差大约 10 年左右。第二，
国家的能源规划与人均能源足迹峰值出现的时点也
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有能源约束目标的情景下，遵
循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
以及 2014 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计划，积极
调整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天然气、水核风
电等清洁能源，减少石油对外依存度，降低煤炭在一
次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将有利于减缓 CO2 排放与人
均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同时导致人均化
石能源生态足迹的峰值提早到来。第三，依照低速、
有能源规划的路径发展，人均化石能源生态足迹在
2032 年左右达到峰值，这也基本与中国对于 2030
年左右 CO2 排放达到峰值的计划相吻合。换句话
说，如果中国要在 2030 年左右达到人均化石能源生
态足迹的拐点，“新常态”下放缓经济增长与加强结
构调整很可能将成为这一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第
四，尽管“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但改革红
利与结构红利仍将保证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动力，
在 2032 年人均化石能源生态足迹峰值出现时，人均
GDP已经达到 10274. 43 美元(以 2000 年不变价格
计算)，中国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同时，成功
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15］。
六、“新常态”下化石能源生态价值
的代际补偿
化石能源的消耗对人类社会的外部性具有代际
特点，对化石能源的利用进行补偿有利于量化化石
能源耗减对于后代福利的影响，优化代际间的资源
配置，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16］。代际生态补偿制度
的建立，综合考虑了生态保护成本和代际发展机会，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本文探讨了在经济低速增长且有能源目标约束
的情形下进行化石能源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方案。
首先是对贴现率的假定。为了合理分析分配代际间
的化石能源价值补偿的合理性，需要首先对各年应
补偿的价值进行贴现处理，然后再确定在补偿年限
内所需的补偿总量。发展中国家的贴现率一般高于
5%，若认为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3%，在消除通货膨
胀的影响后，应取其贴现率高于 2%［16］。本文选取
贴现率 3%、5%、7%三种情形分别计算并比较，其
次，本文采用各代际责任均等的平均年限法、前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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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责任和后代更多责任三种分配方式，分别核算各
代所承担的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占当年 GDP 的
比重来分析代际补偿的责任分配。
结果显示，在平均年限法各代际责任平均承担
的机制下，各年生态价值补偿额占当年 GDP值的比
重平均在 1. 5% ～2%左右，当代人与后代人所承担
的代际补偿相对差别不大。但是，化石能源价值补
偿在平均分配的方式下每代人年补偿额终值占当年
GDP的比重随着贴现率的不同发生较大变化。在
代际补偿的中后期，即跨越峰值之后，补偿比重对于
贴现率的选择越来越敏感［16］。距离估算的年份越
远，就越难对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消耗状况进行准
确评估，贴现率的差异对于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
的影响就越为显著。在贴现率为 7%的情况下，后
代的补偿比重比贴现率为 3%时增加约 2%。由于
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效率、资源稀缺程度等在代
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代际间平均分配
责任较难考虑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
在前代负有更多责任的代际补偿方式下，当代
承担的责任大于后代，当代的生态价值补偿额占
GDP比重较大，并且逐年递减。按这种分配方式进
行补偿，当代人为自己消费的化石能源进行了更多
的补偿，一方面弥补能源稀缺对于后代的影响，另一
方面也可能为后代保留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按加
速年数法，前期补偿价值占 GDP比重在 2% ～3%左
右，低于同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这不仅为后代发展承
担了一定的责任，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当代人的经济
发展。同时，在整个补偿年限中，贴现率的选择对补
偿价值的变动影响较小，补偿额相对比较稳健。然
而在 n倍余额递减法下，贴现率的选择对当代人的
影响较大，另外，当代人补偿的相对比重过高，在
3%贴现率条件下接近占当年 GDP的 6%，这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当代经济的整体发展。
在后代负有更多责任的分配方式下，可以减少
前代生态补偿的影响，但相对增加了后代人的负担。
由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会呈现逐渐放缓的特征，
后代负有更多责任的分配方式导致后代的年补偿终
值额占 GDP的比重过大，甚至超过当年的经济增长
速度，较大的生态价值补偿压力会对经济发展产生
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选择不同的贴现率对后代
人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占比的影响也很明显，
特别是在 n余额递减法下，贴现率 7%条件下的生
态价值补偿份额比在贴现率 3%的条件下增加了
约 4 倍。这将对后代的社会发展产生较为严重的
影响。
因此，综合分析不同的代际补偿分配方式，按照
前代负更多责任的加速年数法，不仅可以减轻后代
人的补偿压力，同时也可以兼顾到当代人的经济发
展与能源技术进步，更有利于保证代际之间生态补
偿责任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充分体现“谁开发谁保
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当代人应当积极承担
生态价值补偿责任，合理适度开发能源资源，保护环
境减少污染，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
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
发生改变，对经济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工业发展
等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提
出了新的能源路线图与能源战略规划，要求推动
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走出一条清洁、高效、
安全、可持续的能源发展之路。本文采用改进的
生态足迹模型，核算了中国 1991—2013 年的化石
能源生态价值补偿，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修
正的 STIＲPAT模型对未来人均能源足迹曲线进行
拟合与估计，分析曲线形态以及影响人均能源足
迹增长的因素。在经济运行“新常态”下，针对不
同经济发展方式的模拟，本文预测了 2015—2050
年的人均能源足迹及峰值年份，并且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保证能源利用代际公平和经济发展的
生态价值补偿责任分配方式。
结论显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
1991—2013 年中国化石能源生态足迹呈快速上升
趋势，并且煤炭足迹在能源足迹中所占的比例最大
且增长速度最快。同时，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在
1991—2013 年增长了近 4 倍，生态价值补偿占当年
GDP的比重大致稳定在 1% ～ 2%左右。对化石能
源生态足迹的拟合结果表明，由于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缺乏对经济发展阶段特点的考虑，导致峰值出现
的年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而修正的 STIＲIPAT 模
型从阶段性特征出发，能够较好地刻画不同因素对
生态足迹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而能
源结构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态压力。通过
情景的模拟，结果表明在低速的经济增长条件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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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源足迹的峰值将比高速经济增长情形提前 10
年到来，同时，能源结构的目标规划约束也能够促进
人均能源足迹更早到达拐点。特别地，在低速、有能
源规划的经济发展路径上，人均化石能源足迹的峰
值在 2032—2033 年左右到来，这也与中国在 2014
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的 2030 年左右 CO2
排放达到峰值的计划相一致。对不同代际补偿方案
进行讨论的结果显示，前代负更多责任能够充分体
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公平与效率，不仅可以减轻
后代人的补偿压力，同时也可以兼顾到当代人的经
济发展与能源技术进步。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与经济结
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从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考虑，当代人必须面对并承担资源使用成本。我们
应该牢牢把握“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赋予的历史
机遇期，全面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第二，由于近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测算得到的
生态价值补偿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在 1% ～ 2%之
间波动。虽然中央每年下拨到帐的生态补偿款逐年
增加，但与理论补偿额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缺口。因
此，生态补偿的任务不能完全依靠中央政府拨款，地
方与家庭也需要积极参与，通过生态成本的内部化
倒逼增长方式转变，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为后代人承
担更多的生态责任，以实现生态足迹拐点的提前
到达。
第三，在代际之间分配生态价值的过程中，不同
的责任划分方式，会对每年的生态价值补偿额产生
较大的影响。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前期的补
偿可以较高，以保障后代人相对较轻的补偿负担;而
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当代人的补偿应该适度
减轻，以尽量减少对当前经济活动的影响。在中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生态价值补偿不能
完全牺牲当代人的福利，更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
阻碍。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较多的不足，比如文中所测
算的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仅停留在总量层面上，
未来将进一步从不同产业与不同地区的维度展开研
究。另外，在代际补偿额的核算中，对于不同分配方
式或设计方案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动态分析与评估还
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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